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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山西省为例
①

苗世青 1，孙钰 1,2， 李向春 2

（1.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天津 300134；2.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 300072）

摘要：资源型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其生态环境亟需改善。山西省作为矿

产资源型省份以及能源与老工业基地，生态环境改善对于促进其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山西省 2007-2017 年的数据为依据，利用超效率 SBM 模型及 Malmquist 指数对山西

省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据此对山西省的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进行科

学评价，并利用 T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对可能影响生态环境治理效率的因素进行探究识

别。结果表明，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总体上波动起伏、有待进一步提升和稳定，工业污

染治理投资和生活污染治理投资等指标对效率值存在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最后提出山西

省生态环境治理改善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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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山西省兴于煤、困于煤，要将生态环

境保护与能源革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经济转型发展统筹起来，扎实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
[1]
。2017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

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指出山西省转型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2]。山西省作为

煤炭大省和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老工业基地，长期以来为全国提供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

并形成了以煤炭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对煤焦、电力、冶金等资源型产业有极大的依赖，使得

经济发展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导致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①由于技术条件

的约束未对废水进行及时和有效治理，水污染处理率低，污染现象严重。当前山西省废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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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总量为 7.88 亿 t，而污水处理回用量为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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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增长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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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主要与政府对工业污染治理的投资和工业企业技术的研发创新有关。根据已有研究，通

常选用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二氧化硫减排率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来反映生态环

境治理效率，本文围绕这三个指标展开研究，从山西省政府投入和企业研发的角度考察工业

污染治理投资和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对山西省工业“三废”治理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给出

山西省生态环境改善的对策建议、促进山西省建设形成经济发展且生态良好的新局面。

二、文献综述

水体污染、空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已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7]。

多数研究关注工业企业科学技术和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投入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科技

的不断更新进步，学者们注意到科学技术创新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用，认为先进的生产技术

有利于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和排放（Jan Larsson 、Kjetil Telle）[8]；且研究发现工业企

业采用环境友好技术活动能有效降低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污染损害（Karen Bakker）

[9]
。国内学者集中于从生态环境治理效率的角度进行研究，多数认为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对生态环境改善的正效应显著[10-11]。很多学者认为在短期内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无法有效推

动产业结构优化、不能减少环境污染，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技术创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为正且逐步增强
[12-13]

。严翔
[14]

指出科技创新应该由传统的发展模式转为关注科创投入产出的

经济高效且强调绿色的导向,以考量科创过程和产出质量是否生态友好、绿色环保。在政府

生态环境治理投入方面，多数研究认为政府投入能改善生态环境。Shunsuke Managi
[15]
通过

对美国农业污染治理投入数据的分析，发现美国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持持续恢复的状态。S.

Gokool[16]应用资源投资优化系统确定了优先投资领域，认为水资源管理中生态基础设施的潜

在投资可导致沉积物的大幅减少。我国学者通过分析政府污染源治理投入和建设项目环保投

入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影响，发现大部分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仍存在“高投入、低效益”问

题，认为政府应主动提高循环利用方面的投入，而不只是事后治理的被动投入[17-19]。以贺俊

为代表的专家
[20]
认为环境治理公共投入在GDP中的占比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且比

重超过 1.8%时才能有效遏制环境污染加剧。此外，有学者从投入的合理化运用方面分析了

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提出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减少财政浪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才能有效解决

财政资金压力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
[21]
。

由此可见，以往研究多偏向于单独从政府角度的生态环境治理投入或企业角度的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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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投入进行研究，从二者相结合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效率提高的视角加以研究的成果尚比较少

见。本文根据山西省的污染现状从工业生产、生活污染和自然环境治理三个方面进行切入，

主要从要素投入和产出的角度、以生态环境治理投资指标和技术创新要素及生态环境产出构

建计量模型测算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动态和静态效率值，分析比较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效率

的主要影响因素。

三、构建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山西省生态环境改善是政府为顺应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以推动转型发展、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对山西省生态环境中存在的各类污染问题进行的治理。通过借鉴现有

文献中生态环境治理效率评价的相关指标体系，根据指标选取的代表性、系统性、科学性和

可操作性等原则，在充分考虑山西省作为煤炭资源大省的客观情况下，本文拟从山西省工业

污染治理、生活污染治理以及自然环境治理三个方面选取投入指标，其中工业污染治理是指

对工业生产过程中所导致的“工业三废”污染和生产工艺改进的生态环境治理，具体指标为

治理废水投资额、治理废气投资额、治理固体废物投资额和企业 R&D 经费支出[22-24]；生活污

染治理是对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生活废气污染等的生态环境治理等，具体分为节能环保支

出、环境治理投资总额和环境从业人员指标
[25-26]

；自然环境治理是对土地资源、水资源、大

气资源等的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选取造林总面积作为投入指标[27]。

产出指标上，选取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指标。期望产出方面，地区生产总值可以从经

济效益角度反映生态环境治理效率情况，且以往研究多采用 GDP 进行衡量，故本文将其作为

期望产出指标之一；根据《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污染防治法》、《工业固体废物资源

综合利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等，工业用水重复使用率、二氧化硫减排率、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率和能源投入产出总效率能反映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生产技术进步效果和对自然环境的治

理保护；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生活垃圾清运量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能直观体现生活污染

治理和生态环境治理成果。非期望产出方面，本文借鉴买亚宗等学者
[28]
，选取了化学需氧量

排放量。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表征变量

投入指标 工业污染治理投入 X1治理废水投资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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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治理废气投资额（万元）

X3治理固体废物投资额（万元）

X4企业 R&D 经费支出（万元）

生活污染治理投入

X5节能环保支出（亿元）

X6环境治理投资总额（万元）

X7环境从业人员（万人）

自然环境治理投入 X8造林总面积（千公顷）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Y1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Y2 工业用水重复使用率（%）
Y3 二氧化硫减排率（%）
Y4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Y5 能源投入产出总效率（%）
Y6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Y7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非期望产出 Y8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万吨)

四、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 超效率 SBM 模型

DEA 是一种以线性规划为基础的多种标准效率模型，较经典的两个模型为 CCR 和 BCC

模型。超效率 DEA 模型是在 BCC 模型上做的进一步优化，能对多个有效决策单元效率值进

行差别性辨别和排名，该模型将最初效率值为 1 的决策单元进行二次运输，得到其真实的大

于 1 的值，有利于区分原来均处于前沿面上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水平，从而对有效 DMU 进

行快速比较和排序。Tone（2001）
[29]
提出 SBM 模型，该模型为非径向的 DEA 模型，可分为

投入导向、产出导向和非导向，并将松弛变量置于目标函数中，弥补了传统 DEA 模型对松

弛变量的忽视以及径向带来的偏差影响。超效率 SBM 模型是将超效率和 SBM 模型结合起来

的一种模型，属于超效率 DEA 模型的一种，较一般的径向 DEA 模型而言，考虑了全部的松

弛变量，能更为准确的对效率值进行评估和比较。本文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导向的超效

率 SBM 模型来研究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的静态效率。

2. Malmquist 指数

Fare（1989）
[30]

基于静态的 DEA 模型上建立从 t 期到 t+1 期的 Malquist 指数，用于核

定生产效率和衡量产出-投入比的动态变化，并且基于不同的生产技术假设可将其分解成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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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个子效率指标。超效率 SBM 模型主要用于测算静态效率值，为体现区域内的动态效率变

化，本文进一步采用 Malmquist指数来测量山西省 2007—2017 年间的动态环境治理效率。

3. Tobit 回归模型

为了能准确找到提升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和对策，本文采用 Tobit 回归

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Tobin（1958）
[31]
提出 Tobit 模型，它属于因变量受限回归模型，

本文在超效率 SBM 模型效率值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数据处理，使效率值符合 0-1 的区间范围，

并运用 Stata 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 11 年，其中 2019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虽已发布，但年鉴中未公

布 2018 年山西省的相关指标数据，故本文研究的是 2007-2017 年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效率，

研究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山西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

局。

五、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SBM 超效率值

将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产出值导入到 DEA-Solver pro.5.0 软件，计算得到在考

虑非期望产出的生态环境治理超效率值和投入产出的松弛变量结果，见表 2和表 3。

表 2 2007-2017 年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超效率值

年份 超效率值 排名 年份 超效率值 排名

2007 1.207 2 2013 1.007 11
2008 1.011 10 2014 1.034 7
2009 1.015 9 2015 1.088 5
2010 1.102 4 2016 1.316 1
2011 1.022 8 2017 1.180 3
2012 1.043 6 历年均值 1.093 /

从表 2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2007-2017 年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效率历年均值为 1.093，

大部分年份位于有效的前沿面上，总体呈波动起伏趋势。其中 2013 年，山西省生态环境治

理效率出现剧烈下降，为最低值 1.007，后由于山西省加大了对污染治理和污染减排的重视，

生态环境治理又恢复好转，2016 年出现最高值 1.316，表明山西省生态环境的改善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还需继续保持。结合生态环境治理效率的内涵，生态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要求以

尽可能少的环境要素投入达到一定的产出，或在既定要素投入前提下达到最大的环境改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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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果以上要求不能满足，效率必定会损失，这也意味着，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效率提升

的关键不外乎源于要素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对此，下文将进一步对山西省生态环境要素投

入、产出变量的松弛度进行分析，以明确其生态环境治理效率损失的具体原因，并为其指明

效率改进的方向。

表 3 2007-2017 年山西省投入-产出指标松弛变量结果

表 3 列出了 2007-2017 年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投入、产出的冗余和不足情况，即松弛度。

从生态环境治理要素投入的角度看，山西省大部分年份的废水治理投资、废气治理投资、节

能环保支出、环境治理投资和环境从业人员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冗余，其中 2007 年、2015

年和 2016 年指标冗余范围较大。从生态环境治理产出角度看，多数年份的指标均存在产出

年份

废水治理

投资

S-(1)

废气治理投

资

S-(2)

固废治理

投资

S-(3)

R&D 经费

支出

S-(4)

节能环保支

出

S-(5)

环境治理

投资

S-(6)

环境从业

人员

S-(7)

造林总面积

S-(8)

2007 117976.67 0.000 0.000 0.000 13.950 0.000 7.041 3098.254
2008 8688.673 0.000 0.000 0.000 0.000 0.260 0.000 0.000
2009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365 0.000 0.000
2010 150410.15 8795.300 0.000 0.000 0.000 0.999 0.000 0.000
2011 0.000 0.000 0.000 0.000 8.538 0.000 0.000 0.000
2012 0.000 0.000 0.000 0.000 6.554 0.059 0.000 0.000
2013 0.000 4303.053 0.000 0.000 0.000 0.000 1.886 0.000
2014 0.000 0.000 0.000 0.000 6.892 0.609 0.000 0.000
2015 0.000 22115.253 0.000 59823.903 7.345 0.516 0.000 0.000
2016 56096.749 131046.58 4007.632 115761.04 0.000 0.000 21.532 0.000
2017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22 0.000 1573.241

年份

地区生产

总值

S+(1)

工业用水重

复使用率

S+(2)

二氧化硫

减排率

S+(3)

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

率 S+(4)

能源投入产

出总效率

S+(5)

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

S+(6)

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

理率 S+(7)

化学需氧量

排放量 S+(8)

2007 0.000 17.151 0.000 0.000 17.148 2.623 56.128 0.000
2008 70.496 0.000 0.000 1.013 0.000 0.000 0.000 0.000
2009 0.000 0.000 0.000 1.919 0.000 0.000 0.000 2.281
2010 0.000 9.315 0.000 13.144 3.325 1.929 0.000 0.000
2011 386.969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5.783 0.000
2012 494.693 6.101 0.000 10.281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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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情况，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用水重复使用率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的产出不足最

为明显，2016 年山西省产出不足的指标最多，这可能与 2016 年山西省在废水、废气、固废

和 R&D 经费上的投入过多而导致能源投入产出总效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生活垃圾处理率

方面上的产出不足有关。总体而言，山西省在“三废”治理投资和环境治理投资等方面的投

入指标有待改进，在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用水重复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和能源投入产出

总效率等方面的产出指标有待加强。

（二）生态环境治理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运用 DEAP2.1 软件可以计算出山西省各年份的技术效率指数（EFFCH）、技术进步指数

（TECH）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CH），见表 4。

表 4 2007-2017 年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动态效率值

年份
综合技术效

率 Effec
技术进步

Tech
纯技术效

率 Pech
规模效率

Sech
TFP
Tfpch

2007-2008 1 0.883 1 1 0.883

2008-2009 1 1.134 1 1 1.134

2009-2010 1 1.894 1 1 1.894

2010-2011 1 0.861 1 1 0.861

2011-2012 1 1.072 1 1 1.072

2012-2013 1 0.790 1 1 0.790

2013-2014 1 1.429 1 1 1.429

2014-2015 1 1.843 1 1 1.843

2015-2016 1 2.504 1 1 2.504

2016-2017 1 0.882 1 1 0.882

均值 1 1.232 1 1 1.232

通过表 4 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主要受到技术进步指数（TECH）的影响，

即二者指数变化吻合度较高。具体而言，山西省 2007-2017 年 11 年间技术效率指数（EFFCH）

均为 1，未发生明显变化。技术进步指数（TECH）在 11 年间变化较大，其中 2007-2008、

2010-2011、2012-2013 和 2016-2017 年均有减少，分别下降 11.7%、13.9%、21%和 11.8%；

其余年份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 2015-2016 年的增长幅度最大，为 150.4%，；11 年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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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步均值累计增长 23.2%。山西省 11 年间生态环境治理全要素生产率（TFP）总体上为增

长趋势，2016 年前处在较高的发展水平和趋势上，2015-2016 出现最大值 2.504，但在

2016-2017 年间，由于山西省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及煤炭资源型产品的价格波动影响，出

现剧烈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小于 1。 由前文已知 Malquist 指数与技术进步效率有关，因此

山西省可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动态效率的提升，以弥补生态环境治理效率的损失。

（三）回归分析

为了对影响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进一步识别分析，本文

分别以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要素为因变量、效率值为应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影响因素 Tobit 回归结果

变量 变量名 回归系数 Std.Error z-Statistic Prob.

X1 治理废水投资 0.013379 0.0029619 - 4.52 0.020
**

X2 治理废气投资 -0.1265361 0.0243859 5.19 0.014
**

X3 治理固体废物投资 -7.45E-07 1.16E-07 -6.40 0.008
***

X4 企业 R&D 经费支出 -1.15E-07 1.46E-07 -0.79 0.488

X5 节能环保支出 -6.05E-06 1.33E-06 -4.55 0.020
**

X6 环境治理投资总额 6.63E-07 1.83E-07 3.62 0.036
**

X7 环境从业人员 -5.19E-06 9.62E-07 -5.40 0.012
**

X8 造林总面积 -0.0001518 0.0006016 -0.25 0.817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 5可得出，治理废水投资、治理废气投资、治理固体废物投资、节能环保支出、环

境治理投资总额和环境从业人员等因素对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较为显著，而企业

R&D 经费支出和造林总面积不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治理废水投资（X1）与生态环境治

理效率成正向关系，每增加 1%的废水治理投资额，生态环境治理效率值会提高 0.013。治理

废气投资（X2）与生态环境治理效率成负向关系，废气治理投资额提高 1%会降低 0.126 的效

率值，这说明废气治理投资的过程环节和资金使用有待进一步优化。治理固体废物投资（X3）

对生态环境治理效率有负向影响，且影响显著，这说明治理固体废物投资额的增加会降低整

体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和投资的增加以及技术的进步，这种影响作用会逐渐

减弱。节能环保支出（X5）和环境从业人员（X7）对生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

说明政府在能源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环境保护管理事务和环保科技等方面的支出需调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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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具有核心影响力的环保工作的支出建设。环境治理投资总额（X6）对生态环境治理效

率具有正向影响，说明环境污染的总体治理对生态环境效率的的提升有客观促进作用。企业

R&D 经费支出（X4）和造林总面积（X8）对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这与实

证年限范围有限，二者对生态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还未能充分体现，但其仍为生态环境治理

效率改善的限制因素。

六、对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目前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山西省在环

保科技的研发创新、节能环保、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等方面的问题，是导致其生态环境治理效

率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从这三个角度提出推进环保研发和科技创新实施步伐，以新

旧动能转换助推生态环境治理改善，提高投入力度并优化投入布局结构的对策建议。

（一）推进环保研发和科技创新实施步伐

科技创新最为关键的是研发和采用新技术，先进的生产和环保技术有利于从源头和整个

生产过程中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和废弃物的排放，能促进生产的清洁化和废物处理的有效性，

而充足的投资对研发和实施新技术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全国 31 个省（市、区）相比，山

西 R&D 经费投入强度排第 22 位，处于靠后位置，因此山西省政府应提高对科技发展的重视，

加大对环保科技创新的投入，加强对煤炭资源开采加工清洁技术的研发，鼓励开发和推广低

碳技术的应用。一方面，环保技术的孵化与研发需要高校、科研机构及科学家等积极参与，

山西省政府应为环保创新平台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投入，为技术创新者提供资助并保障其知识

产权的收益，从而激发其研发环保技术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科技创新的实施主要依靠企业，

山西省政府应根据企业科技创新具有的风险程度和社会获益程度提供引导性投入，对绿色环

保企业的发展给与科技创新方面的支持性投入，成立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信用担保机构并完

善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鼓励工业企业与相关科研院校合作，建立起企业家与科学家之间产

学研协同创新、互利共赢的体制机制。

（二）以新旧动能转换助推生态环境治理改善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需要走绿色循环低碳节能环保发展之路，山西省政府应积极培育发

展新动能，逐步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能，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新旧动能转换的本质是

新旧产业交替更迭，其关键落脚点在于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一方面，对于传统的煤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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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业，山西省政府要推动其向高端绿色化方向转型，建设减量置换的现代化大型焦炉项

目，加强对企业的规范化、标准化与法治化管理，引导企业做深做精做细，着力打造全国绿

色煤焦化工产业基地。另一方面，对于萌芽和孕育中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山西省政

府要加快新产业新动能的成长，并推动其与一、二、三产业的充分融合，促进新动能节能、

环保、质量、安全等社会环境效应的实现；同时，山西省新动能发展要结合自身区域的发展

特点和优势，努力做优质量做强品牌，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才、知识、技术等资源要素集聚，

并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提高投入力度、优化投入布局结构

本文研究显示，在工业污染治理方面，当前山西省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尚未符合国际通

用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即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应为 2%以上，而山西

省 2017 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仅达到 0.9%，说明山西省工业污染治理

的投入还需进一步加强；同时，山西省集中于对工业污染物的末端治理，对污染防治基础设

施的建设较为落后，导致工业污染治理效果并不乐观，因此也要注重优化治理投入布局结构。

在生活污染治理方面，要注重对生活垃圾的分类和无害处理，大力宣传节能环保知识、促进

大众生态环保意识的形成，加强对环境从业人员的技能素养培训，推动生活污染治理效率改

善。在自然环境治理投入上，应继续根据实际情况退耕还林，扩大造林面积，发挥绿色植被

涵养水源、净化空气和改良土壤的功效。总之，山西省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应继续加强，并

合理分布在工业、生活和自然环境等方面，且各个方面内部应优化投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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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iciency Evalu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Eco-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Resource-based Regions

——Taking Sh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MIAO Shiqing, SUN Yu, LI Xiangch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134, China)

Abstract: Resource-based regions are in great need of improvement at the expense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s a mineral resource-based province and an old
industrial base,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Shanxi Provi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it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2007-2017 in Shanx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co-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Shanxi Province by using the super-efficient SBM model and
Malmquist index, evaluates the level of eco-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Shanxi Province
scientifically, and uses Tobit model for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plore and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eco-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eco-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Shanxi Province is fluctuating, which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stabilized. The indicators such as investment in industrial pollution control and
investment in domestic pollution control have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degrees of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value. Finally, the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co-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Shanxi Province are put forward.
Keyword: efficiency of eco-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hanxi Province; super-efficient
SBM-Malmquist; reg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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